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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六朝墓葬中考古出土的玉容器作细致分析及系统考证，希冀通过这样的整理对六朝玉器有一个更深

入的了解和认识，并建立起六朝玉器的某些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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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makes a meticulous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jade vessels unearthed from tombs of the Six Dy-

nasty Period with the purpose of getting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n jade artifacts and summing up their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六朝出土的玉器中，容器是一个重要种

类，不乏琢制精美及玉料上乘者。它的使用
延续了战国、秦汉以来的玉容器功能，亦有
自身的时代特征。虽然目前为止出土数量屈
指可数，但对其深入分析和研究后，仍能发

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一、刘弘墓的“樽”与“卮”

1. 玉樽
湖南安乡西晋镇南将军刘弘墓出土了一

件精美的玉容器［1］，通高 10. 6 厘米，口径
10. 5 厘米，壁厚 0. 4 厘米，筒形，平底，
口径与器高接近，附双铺首衔环，器足为三

只跪熊，造型生动，拱肩以承器身。 ( 彩版
二，1、2 ) 器表则雕刻丰富多样的图案，
呈现出丰富的视觉效果: 有三道凹带纹，将

外壁的浅浮雕分为上下两段，如将环绕一周

的纹饰铺展，将会是两段故事连续、颇具可
读性的画面。上段分布两个对称的兽面衔环
铺首，依次为: 铺首→一头戴胜冠，羽翅，
右襟，盘坐于海水撑起平台上的人物形象，

呈合掌冥想状，据特征分析应是西王母形

象［2］→海水纹→一侧面人像，面向西王母，
做祷告状→海水纹→两只仰天飞腾的螭虎，
右螭虎抬起前爪踢左螭龙的下颚→铺首→三
只形态各异的螭虎，有仰天长啸、倒挂翻
腾，爪间相搏。下段的纹饰同样精彩纷呈，
分为三组相互争斗的内容: 一组为头上长角

的熊状走兽从海浪中钻出，与一正面螭虎对

峙; 一组是头上长角的侧面螭虎，隔着海水

纹与另一只手舞足蹈的熊对决，熊的形象令

人忍俊不禁，屈膝马步，低首张嘴，双手做

举哑铃状，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玉板饰

上的熊形象非常相似［3］; 另一组图案是羽

人手执瑞草，与一龙搏斗，龙爪正抵住瑞

草。
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在 《考古图》中

将这类用玉或 ( 鎏金) 铜制作的器物称为

“奁”［4］。这一误说沿袭甚久，直至 1962 年
山西右玉县两件自铭 “温酒樽”的出土，
为此进行了正名［5］。右玉县鎏金铜樽通高
25 厘米，口径 23 厘米，底下三熊足，腹部
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带盖，器表雕铸虎、
牛、羊、猴、龙、骆驼等十余种动物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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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造型、装饰均与刘弘墓玉容器相近。 ( 彩
版二，3) 铜樽的口沿及盖下子唇外沿均刻
有隶书铭“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
平三年造二”。学者对铭文考释后认为这类
樽器并非字面上的 “温酒”之用，而是盛
放美酒的容器［6］。这一考证亦得到其他出
土物的支持，1972 年河北邯郸张庄桥村 1
号墓出土的鎏金银嵌宝石铜樽造型与山西右

玉县樽一致，并带托盘，托盘上有铭文

“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
表明该类器物的确切名称为 “酒樽”［7］。
樽的早期文献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时期

吴王阖闾用银樽与金鼎、玉杯等宝物随葬爱
女［8］。所见出土实物较早的是湖北楚国江
陵望山 2 号墓一件战国中期的错金银龙凤纹
铜樽［9］，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温索浦

( Grenville L. Winthrop) 玉器收藏中有据传
出自洛阳金村古墓的玉樽［10］，金凤立于器

盖之上，是一件金玉结合、美轮美奂的艺术
品。 ( 彩版二，4 ) 除盛放美酒外，这类樽
器是否有着其他用途? 湖北荆门包山 2 号楚
墓东室出土的两件错金铜樽［11］，其中一件

器内盛放着鸡肩胛骨，鸟喙骨及肱骨、股
骨、胫骨等兽骨，说明当时的樽器还可用于
盛放肉类食物。
考古材料显示，樽在东周时期制作已臻

成熟，在汉墓中继以广泛出土，并有各种材

质，最常见为陶 /釉陶、铜、漆等，工艺上
有错金银、鎏金、嵌宝石等各类手法［12］。
从装饰朴素的平民用品，到甚费工巧的贵族

器物，樽在汉代是一种广为流行的酒容器，

东北的乐浪郡 ( 今朝鲜平壤) 亦出土这类

青铜器［13］。 ( 彩版二，5 ) 作为酒器，完整
的樽应该有盖，并与承盘、勺一起配套使
用，因为汉代的酒通常贮藏在瓮或壶中，饮

宴时须先将酒倒入樽内，再用勺酌入杯中，

供宾主享用［14］。 ( 彩版二，6 ) 公元 3 世纪
的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了一套陶樽用

器，有樽、三足盘及勺［15］，而在山西大同

沙岭北魏墓葬壁画中仍可以看到这类饮酒组

合: 宴饮场景中，酒樽与食物放在一起，樽

内置一长勺，旁则置酒杯等物［16］。上述发
现说明这种三件套的饮酒具在魏晋南北朝仍

有延续。
根据对出土物的总结，可将樽的基本形

制定为: 筒形，平底，三足，两侧有环钮

( 方便提携) ，带盖或带托盘，精美者则在

器壁或盖顶刻饰博山、仙人、四灵及瑞兽祥
禽等纹样。体型之大小视材质的不同而各
异，通常高在 20 ～ 30 厘米之间，口径与高
接近，呈圆筒形。刘弘墓玉樽的口径与高为
10 厘米，体积约为普通樽器的一半甚至更
小，可能与玉材珍贵、玉料有限相关［17］。
玉樽出土时，据现场考古人员描述内有墨

痕［18］，笔者上手观察时，确实看到樽内壁

虽光滑坚密，却有不规则的黑色浸渍，已完

全渗入玉石之中，并在外壁发现一道黑色的

渗迹。 ( 彩版三，1 )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或许暗示了西晋刘弘墓的这件器物，虽然外

形上保留了樽的形制和装饰，但实际用途已

经发生了改变; 墓葬中未出土与之配套的

盖、勺或者承盘，或进一步可以说明这件玉
樽并非如其他铜、陶、漆樽等用作盛酒器或
食物容器，而极有可能已经演变成为文人书

桌前笔洗或储墨容器一类的文房用具。
刘弘墓玉樽令人称赞的是其器表和器足

雕刻的艺术形象。玉樽的足为熊的形象，高
仅 2 厘米，却十分生动形象: 单腿下跪，拱
肩以承器身，一手撑膝盖，一手托器，袒胸

露乳，低头咧嘴，似在呐喊助力。以熊做器
足亦见于其他樽器，如河北邯郸张庄桥出土

的东汉建武廿三年 ( 47 年) 鎏金铜樽，樽
及承盘足均为熊形，姿势、动作与刘弘墓玉
樽如出一辙，只是熊的身上还镶嵌水晶和绿

松石［19］。 ( 彩版三，3) 同样姿态的熊除了
做器足之外，还见有独立的、体型稍大者，
推测可能为席镇之用［20］。 ( 彩版三，5 ) 玉
樽器表雕刻的图案非常丰富，其间有代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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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极乐世界的西王母，手执瑞草与龙搏斗的

羽人，及螭虎、龙、熊等各类在云海中穿越
翻腾、相互决斗的动物。整套图案具有一定
的故事情节，是可以连续阅读的 “场景式”
纹样。这类规模的装饰题材多见于壁画、漆
器，玉器上却极少表现，唯一可以想到的相

似参考品是河北定县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

土的玉座屏［21］。座屏上下透雕神话中的东
王公和西王母人物，左右伴有跪状侍女，四

周围绕着凤、鸟、龟、蛇、熊等各类动物形
象。 ( 彩版三，4 ) 刘畅墓座屏是玉器中将
人物与动物组合在一起，形成场景式描绘的

最早实物，而刘弘墓玉樽应是这种复杂的场

景式纹样在公元 4 世纪的进一步体现和发
展。当然，亦不能排除玉樽受到了同时期其
他材质器物装饰的影响，如甘肃嘉峪关毛庄

子魏晋时期墓葬出土的一件木质奁盒，每片

正反彩绘日月云气、飞马异兽及青龙白虎等
各类动物互相追逐、奔腾飞跃的场景［22］。
值得思考的是，在坚硬的玉石上雕刻这

类丰富、连续、有故事性的图案并非易事，
它们能被 “搬到”珍贵的玉石上，应具有
深层次的重要意义［23］。可以肯定的是，纹
样所代表的意境或描绘的场景在当时受到广

泛喜爱和关注。比较刘畅墓座屏与刘弘墓玉
樽，两者描绘的均是西王母类神仙人物以及

祥云瑞兽的故事［24］，说明公元 2 至 4 世纪
这类祥瑞图像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内占据着非

常重要的位置，因而才不吝工本，借助象征

永恒的玉石加以体现。
2. 玉卮
刘弘墓另一件被称为 “卮”的容器，

通高 12. 9 厘米，口径 7. 6 厘米，底径 7. 8
厘米，足高 1 厘米，器物出土时已破裂成九
片，修复而成，斑沁严重，但从局部观察可

见其原本的青玉质地［25］。器身呈长筒形，
方唇，平底，三足，一侧中部有卷云形鋬，

鋬面细线阴刻一简单兽面。器表外壁共分三
层纹饰: 口沿为环绕一周的四组浅浮雕纹，

呈横式 “S”状，两端分别为龙首和凤鸟
首。近底部一周云纹，间以三个兽面铺首，
下承三蹄足。其余空间为主题纹饰，以勾连
谷纹为地，浅浮雕两组螭虎凤纹，局部阴刻

眼睛、爪纹等细节。螭虎站左上方，凤立右
下方，两两相望。螭虎正面回首，一爪立于
凤翅，爪下似抓小虫，凤则侧面回首对望，

凤爪伸至器底。( 彩版三，2)
刘弘墓出土的这件容器与樽不同之处在

于筒的直径较小，上腹壁仅一单环鋬，而非

双环耳。这类容器体量较小，用指勾住鋬，
可以一手握持。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
夫人墓发现两件自铭 “卮”的彩绘漆容器，
形制与此相似，只是平底无足［26］。河北满
城一号汉墓铭 “卮锭”的铜器，直筒杯形，
腹部带一环鋬，为卮形的铜灯［27］。这两件
形制相近的带铭出土物可以帮助刘弘墓玉容

器的定名，与此同时，《战国策·齐策》记
录了一则有名的故事: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

谓曰: “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
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
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

手画蛇曰: “吾能为之足。”未成，一
人之蛇成，夺其卮曰: “蛇固无足，子
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
终亡其酒［28］。
这则“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透露了

当时饮酒器具的一些情况［29］。首先，“卮”
是贵族门客的一种饮酒器; 其次，这种饮酒

器“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可见
容升是一人饮量左右; 再次，饮酒时卮可以

一手把持，并且不是容易外溢的饮器，在争

夺动荡中亦不会泼出酒液，可推测它应为深

腹造型，不同于浅腹盏形的耳杯酒器。因
而，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的双重佐证，刘弘

墓的这件玉容器可确定为 “玉卮”。
玉卮是一种名贵的饮酒器。 《韩非子》

载“千金之玉卮”， 《史记·高祖本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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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
殿前。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可
见，玉卮被用于隆重的皇家庆典仪式中。魏
晋南北朝时期，玉卮较为少见，到了北魏时

甚至被认为来自于西域［30］。之后这种器物
便消失了，一千多年后的明、清时期重新出
现，并制作精美，雕刻繁复，如清代贵族少

女黑舍里氏墓出土了明代 “子刚”款的玉
卮［31］，无疑是玉器中复古思想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

馆 ( Ｒoyal Ontario Museum) 收藏了一件玉
卮，高 9. 1 厘米，青白玉带沁，被定为宋
代［32］。玉卮的造型、大小与刘弘墓卮十分
接近，长筒状，单环鋬，器底三足，尤其是

器足部分，亦为简洁的铺首图案，形象相

似。 ( 彩版三，6 ) 玉卮器表素面无饰，抛
光细腻，与刘弘墓玉卮有别，但六朝出土的

其他玉容器较多为素面风格 ( 详见下文) 。
因而，这件玉卮若非宋代的复古仿古之作，

其年代可能更早，不能排除六朝时期的可能

性。
综上所述，刘弘墓的 “樽”与 “卮”

有以下三个区别: 体积不同。卮小樽大，卮
为长筒形而樽为圆筒形。耳鋬不同。卮一般
为单耳鋬或圈形把手，樽一般为双耳。这也
就决定了它们在功能上的不同，一个可以一

手把持，直接做饮酒器，另一个容积较大，

用作盛酒器或储食器，双耳的设计也更适合

提拎。用途不同。玉卮仍为饮酒器而玉樽发
展到六朝可能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功能。

二、其他玉容器

河南洛阳出土的白玉深腹杯，发现于正

始八年 ( 247 年) 的曹魏纪年墓中［33］，通
高 11. 7 厘米，口径 5. 1 厘米，壁厚 0. 4 厘
米，直口平沿，筒身，长深腹，圜底短柄，

带圈足，足高 0. 6 厘米，径 3. 9 厘米。足底
中部有一小孔，深 0. 4 厘米，径 0. 3 厘米，
并不穿透。玉杯通体呈青白色，玉质细腻润

莹，杯腹一周有白色玉花现象，整器制作规

整精巧，通体光素无纹，抛光细腻，打磨痕

迹肉眼难以观察。 ( 彩版四，1、2) 这类杯
经常被称作 “高足杯”，但实际它的形制特
点并非“高足”，而是细长筒身，长深腹，
故笔者称其为 “深腹杯”。如此大玉料、高
品质的容器在魏晋南北朝玉器中难得一见，

又出土于纪年墓葬，更是弥足珍贵。
这类直口平沿、筒身深腹、圜底圈足的

玉杯形制比较特别，不见于后期墓葬中，而

在秦汉时期多有发现。如陕西西安秦代阿房
宫遗址［34］、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
陵［35］、岭南地区的广州西汉南越王墓［36］及
广西贵县罗泊湾 1 号墓［37］均有出土。同时，
传世品中相近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者［38］及近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中出现的

Junkunc III收藏［39］。 ( 彩版四，3 ) 最近有
学者对这些玉杯的形制和纹饰分析后得出结

论，认为它们具有战国晚期的楚地风格，从

而进一步推定曹魏纪年墓的白玉杯亦应属战

国晚期之作［40］。这个推论有待商榷。阿房
宫出土的玉杯说明至迟于秦时这类玉器的制

作已臻成熟，其细密的纹饰继承了战国的玉

作工艺，并对上述汉墓的玉杯产生了重要影

响，同时还影响到其他材质的深腹杯，如江

苏盱眙东阳西汉墓 7 号墓的漆杯，表面彩绘
了各类繁复纹样［41］。公元 3 世纪中叶的曹
魏墓白玉杯仍延续保持了这种筒形深腹的造

型，却通体素面光洁，以美玉无纹取胜。虽
然目前我们能在陕西咸阳马泉西汉晚期墓的

深腹玉杯中找到这种朴素无饰的端倪［42］，

( 彩版四，4 ) 但素面绝非战国或秦汉玉杯
装饰的主流。曹魏墓的玉杯说明曾经盛行的
繁复装饰此时已不再流行，或许与雕刻工艺

的失传有关，也可能是审美口味的变迁。
同样的素面无纹亦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另两种容器———耳杯和玉盏。耳杯作为一
种饮酒器，广泛流行于战国两汉，多为漆

木、陶瓷制品，玉制的非常珍贵，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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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美国温索浦玉器收藏和华盛顿弗利尔美
术馆 (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玉耳杯，传出
自河南洛阳金村大墓，器表布满了细密规整

的勾连云纹，两侧桥耳镂雕纹饰，内外底部

都有细阴线刻［43］。( 彩版五，1) 到了汉代，
玉耳杯上仍有纹饰，但不再密集，如陕西西

安三道巷出土的玉耳杯，长腹外浅浮雕简洁

的云气纹，短腹两侧饰一对牛首［44］。而江
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玉耳杯，与同墓出土

的其他有着精美雕琢的玉器不同，通体抛光

细腻，光素无纹，尽显玉质之美［45］。
魏晋南北朝继承了汉代的传统，仍有不

少耳杯出土，并且多了新颖的式样，如青海

西宁北朝墓的耳杯杯身由一整块蚌壳加工而

成，口沿、桥耳则用金片制成［46］，黄金装
饰元素的加入应是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影

响。又如这一时期的釉陶、青瓷以及铜器中
经常出现口衔耳杯的动物雕塑［47］。 ( 彩版
五，3、4) 有趣的是，动物身上雕刻着繁
复纹样，而口中衔着的耳杯往往简单素面，

暗示着此时期耳杯朴素无饰的特点。因而，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两件玉耳杯均是素面也

就不足为奇了: 1951 年安徽芜湖月牙山 3
号墓出土一件，长径 17 厘米，短径 9. 8 厘
米，宽 13 厘米，高 4. 8 厘米，抛光细
洁［48］。 ( 彩版五，5 ) 另一件发现于公元 5
世纪的高句丽 ( 今朝鲜 ) 古墓，长 13 厘
米，宽 9. 5 厘米，高 3. 2 厘米，新疆和阗白
玉制成，这种造型和原料的玉耳杯，应是从

中原地区输入高句丽并在贵族阶层中流行使

用［49］。
另一件魏晋南北朝玉容器是玉盏，出自

北燕的冯素弗墓，通体光滑，底略向内收，

浅圈足，形似浅碗，高仅 3. 3 厘米，故称为
“盏”［50］。玉盏亦是素面，仅口沿处饰弦纹
一周，与同墓出土的琉璃盏形制十分相类，

可能是玉工模仿玻璃器皿而制。 ( 彩版五，
2) 隋唐玉器中进一步大规模出现模仿金银
器皿的制作，这种世俗化的倾向并非灵感突

发，而应该启蒙自魏晋南北朝时期［51］。

［1］ 该容器的玉质特别，呈奶白色，未经抛光，似未上

釉的洁白素胎，但质地坚密，重量与玉石相当，属

何种玉料还需进一步考证。安乡县文物管理所 . 湖

南安乡西晋刘弘墓 . 文物，1993，( 11) .

［2］ 从图像学角看说，该人物符合“西王母”的形象特

征，并与东汉河北中山王刘畅墓出土的玉座屏中的

“西王母”图像和场景相似。

［3］ 杨伯达主编 .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 9·玉器 .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6: 106，图一九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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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铜“凤奁”，一件铜“携奁”，一件“玉奁”，另

一件为“涂金奁”。分别见: 吕大临 . 考古图·卷

十: 页十八，十九 . 续考古图·卷一: 页十八; 卷

二: 页七 . ( 南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清刊本

影印，1991. )

［5］ a. 郭勇 . 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 . 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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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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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酒味酽冽的美酒，常作冷饮，故这类筒形精美

器的确切定名应为“酒樽”，是盛放美酒的容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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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凿池积土，文石

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

皆以送女。”见: 赵晔 . 吴越春秋 . 台北: 世界书

局，1967: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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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负罗遗之飧，加璧焉。 重 耳 受 其 飧

而 反 【简 94】其璧。及重耳反晋国，兴

军伐曹。【简 95】
这里有两点需先作说明。第一，简文之

“凌负罗”在 《左传》、 《国语》等书中作
“僖负羁”，而在《韩非子》、《史记》以及
上引《淮南子》等书中作 “厘负羁”。凌、
僖和厘上古音十分接近，故此三字当属通假

关系。罗、羁二字字形相近，故简文之
“罗”很可能是“羁”之误字。第二，简文

之“飧”，原形作 “ ”，整理者在前引释
文中释为 “餐”，不确。 “飧”字 《说文》
小篆作“ ”，字形可参。 《左传·僖公二
十三年》和 《国语·晋语四》中亦皆作
“飧”。《孟子·滕文公上》: “饔飧而治。”
焦循《正义》: “飧、馂古通用。” 《广雅·
释器》: “熟食谓之馂饔。”王念孙《疏证》:
“馂，读若飧。”可见简文之 “飧”字与
《淮南子·道应》相对应之“馂”字相通。
简文重新编排后，与 《淮南子·道应》

所记内容十分吻合，所不同者仅是简文中

“凌负罗之妻胃 ( 谓) 凌负罗曰”出现了两

次。而且，缺字据 《淮南子·道应》补足
后，前五枚简正好每枚上面都是 16 ～ 17 个
字，亦说明如此排序当属不误。至于最后的
简 95，据《淮南子·道应》所记内容推测，
下部当残缺掉四五字，而其后应仍缺失一枚

简。
前文所指出的整理者在注释方面出现的

问题，究其原因，很可能正是与对竹简的编

排次序错误有关。

附记: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十二五”基地重大项目 “甲骨
文语料库建设” ( 项目编号 11JJD740001 )
的中期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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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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